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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策问题确认是政策过程系统的逻辑起点。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结合体医融合推行中取得的成果及遭遇的融合困境，根据政策问题确认要素，分析体医融合存在的政策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结果得出：体医融合推行现状为良好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体医融合成为关注热点并展开实践行动、体医融合推行面临着无法真正融合的困境和多重阻力。借助政策问题确认理论，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有其必要性，过程包括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觉察、描述和界定。特定情景引发对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觉察、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元问题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健康危机问题、实质是实现公共健康利益的治理效能最大化。通过界定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的正式问题为：缺少融合理论造成认知障碍、推行机构职能界限影响机制生成、目标群体未能做到知行合一、多元主体不能形成协同治理。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的解决路径：通过强化对体医融合的认知内化体医融合理念、通过体医融合理念引领形成体医融合体制机制、通过体医融合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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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firmation of policy issues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policy process system.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nalyzes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policy problems from the aspects of awareness, descrip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policy problem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confirmation elements of the policy problem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promulgation of the polic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s that a good policy environment is gradually formi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and launched practical ac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s facing the dilemma and multiple resistance of the real integr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policy issue confi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firm the policy issu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The process includes the awareness, descrip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policy issu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The specific situation leads to the awareness of the policy problems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the meta problem of the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is to solve the health crisis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the essence is to maximiz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public health benefits. By defining the policy issues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the formal issues identified are as follows: Lack of fusion theory leads to cognitive barri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functional boundaries, the formation of mechanism, the failure of target groups to achiev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the multi-agent can not for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confirmation of the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strengthen the cognition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internalize the integration concept of physical medicine, lead to form the integration system mechanism of body medicine throug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multi-facet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system mechanism of physic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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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上升到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并且作为治国理念融入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1]2016年我国提出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中提出要打破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的传统观念，推动形成体医融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体医融合自推行以来快速发展，，但由于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和发力方向，以及有效的融合措施和专业人才不足等现实问题，体医融合还处在相互捆绑，而不是相互融合渗透的状态。究其原因，国家相关纲要、计划措施等提到体医融合，但还没有形成专门针对体医融合国家层面的政策，因此制定体医融合政策解决公共健康服务领域的社会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政策问题确认是政策制定过程的开端和首要条件，关系到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解决和对体医融合价值诉求的实现。因此本文结合体医融合推行中取得的成果及遭遇的困境，根据政策问题确认要素，分析体医融合政策确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期望对体医融合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一些参考，以推进我国体医融合政策效能合理释放，实现体医融合的深入、系统、精准发展。
1.体医融合推行的现实审视
1.1良好的体医融合政策环境正在逐渐形成
 进入新世纪，我国在2008年启动了“健康中国”战略研究。2012年研制出《“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2014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要“推动体育健身与医疗、文化等融合发展”。2015年“健康中国”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同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重点除支持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发展，还要形成针对不同健康状态人群的中医健康干预方案或指南（服务包）。2016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把人们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大健康、大卫生的理念，强调了要把“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提出了通过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通过建立运动处方库，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
另外，2016年国务院还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2017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卫计委在“体医融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健康中国重要指示是体育和医疗的深度融合。2018 年3月，国务院新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取代了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医疗卫生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大健康”发展上。201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继续强调“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模式”。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继续强调要“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坚持大健康理念，从注重“治己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同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继续强调“推动体医融合发展”，要“推动形成体医融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模式”。紧接着国家发改委等21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年）》，继续专门强调“深入推动体医融合。建立、完善和应用运动处方库。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一大批以科学健身为核心的体医结合健康管理机构，推广体医结合服务。推广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运动，丰富和发展中医体医结合服务。”
从以上政策回顾来看，党和国家对体医融合的要求是连贯的、是急迫的、是必需的。虽然现在还仅仅停留在规划、文件，但良好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1.2体医融合推行后成为关注热点并展开实践行动
2016年“体医融合”在学术期刊上被正式提出之后，关于体医融合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话题。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体医融合”这一关键词，共检索到文献368篇。研究涉及到概念、政策、机制和路径等领域，体育+医疗这种新模式正在推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健康革命。[2]
在实践上，2016年重庆医科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体育医学学院；2017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2018年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下成立了体育医学分会；2019年8月，北京市体育局与北京天坛医院签订体医融合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2020年中华预防医学会成立了体育运动与健康分会、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合作共建医疗康复中心。
同时各地方、各部门也采取实际行动，进行着体医结合的探索性发展。如苏州的“阳光健身卡”模式、上海嘉定社区的 “1+1+2”模式、北京海淀区的“体医结合”+“互联网线上线下结合”模式（赵彤，2014）。以北京为主体的一些三甲医院，如广安门医院等进行了体医融合的试验性尝试。成立健康管理科室，把体育文化引入临床，把运动融入到三种常见慢性病的预防、治疗过程中。[3]医学院和体育院校进行“体医结合”的教学改革。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设置体育医疗、康复医学等课程来培养体医结合的人才。国家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开展运动处方研制和运动处方师资培训。分别针对具有体育学专业背景和医学专业背景的人士进行技术培训，为运动处方培养复合型人才。[4]各省市积极实施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推动体医融合发展，建成一批服务平台，向群众提供体质体能测试、运动能力评估、科学健身指导、疾病预防和运动康复于一体的专业健康管理服务。[5]
体育与医疗两大领域从“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各自为政的模式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断融合发展的模式，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效。[6]
1.3体医融合推行面临着无法真正融合的困境和多重阻力
首先两大融合主体未形成合力。在体医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尴尬和困境就是体育和医疗两个部门之间虽相互结合但关联度低，而且缺少固定化的内容，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互动不积极，相互协作难以进行，给体育与医疗的融合发展带来了困难挑战。这些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相互交织、互相掣肘，已成为现阶段全民健康领域发展的短板弱项。也使得体医融合运行艰难、难以操作、无法真正融合，公共服务体系难以真正形成。[7]
其次，还有来自推行过程中的多方阻力。认知方面的阻力。临床医学现状是坐堂行医，等人得病，没病等得病，得病的等复发。[8]医务人员也不具备运动基本知识和技能，无法开出有针对性的运动处方。而体育指导人员缺乏相关医学常识、卫生保健知识，致使在对民众进行服务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具有盲目性，尤其不能针对患病的重点人群指导他们选择合适的运动内容、练习时间与强度。[9]在体制环境方面阻力，由于顶层设计不完善，政策本身发力方向不清晰，执行机构不明确，使国家层面公共财政不知投资向哪里，造成基层或个别的体医融合行为人、财、物不到位。同时体医融合也是一种健康产业模式，目前还没有融合的体制机制，不能实现优化信息的有效供给，不能促进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的无缝合作。人才方面的阻力。虽然很多体育和医学院校相继开展了学科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试验，使得人才数量不断增加，但人才质量还存在着专业定位不清晰、不能适应专业化、系统化、综合化体医融合需求的问题。[10]
总之，自改革开放以后，体育与医疗领域一直延续着小幅度、先实验、后推广的改革路线稳步前进。[9]但因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所以不能促进体医融合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的必要性
2.1政策问题的确认
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包括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的决策和合法化、政策的执行、评估、监控以及政策的持续和终结几个阶段。其中政策问题的确认是逻辑起点，是政策分析中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着政策过程后续阶段的程序和任务，决定着整个政策过程的走向。可以说有效地阐释问题就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
政策问题是经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到有关决策部门，成为决策者研究和分析人员对象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政策问题确认是指客观存在的，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生存、发展条件和价值观等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并经过一定渠道和途径反应到政府有关部门，列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并为政策制定者所分析和研究，等待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政策问题只有得到确认，才能进入政策议程。 
通常情况下公共政策问题确认的主要任务或内容是要了解政策问题的领域、范围及解决方式。因为不同公共政策体系不但在性质界限上有不同的领域，在空间界限上也分属于不同区域、层次和部门。因此在解决不同领域政策时有不同的特殊条件、资源和手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上也要强调政策问题的变通性、特殊性，因此不同的政策问题应当运用不同功能的政策去解决。
2.2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的必要性
“体医融合”是基于运动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持续性，把体育、医疗等多项健康技术手段综合运用于民众科学健身及疾病预防、治疗与康复中，以全生命周期过程获得健康促进。[11]《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谢敏豪委员提出：体育运动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达到体育运动促进健康的目的，必须要与医学深度融合。
目前，体医融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体育与医学怎么也融合不了。因为体医融合中对“融合是什么”、“为什么要融合”、“融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阐释。体育可分为群众体育、职业体育、学校体育等种类。涵盖体育文化、教育、竞赛、设施、组织、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包括田径、体操、球类、武术、等各种项目。医学可分为现代医学(即通常说的西医学)和传统医学(包括中(汉)医等多种医学体系。研究领域大方向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法医学、检验医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康复医学等。究竟是什么样的“体”和什么样的“医”结合，怎么结合、政策由哪个部门执行、相关的制度向哪发力、资金投向哪里等问题，都需要有指向，并给予标准和提出具体要求。很显然，现阶段的体医融合政策问题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清晰的阐释，也就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因此在实践中遭遇尴尬和困境就不足为奇。
我们说，体医融合作为政策问题虽在规划、文件中提出，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不能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医融合政策，将来极有可能出现负效应的问题。体医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已由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了公共政策问题，但没有得到政策问题的确认。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确认就是寻求解决融合问题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对问题进行明确和系统的阐释，从而使这些问题能够有效地解决，达到真正的融合。因此迫切需要对体医融合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领域、范围及解决方式进行确认，促进体医融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3. 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确认过程
关于政策问题的确认研究中，通常采用美国学者威廉·N·邓恩的观点。问题确认即问题构建，由问题感知(problem sensing)、问题搜索(problemsearch、问题界定(problem definition)、问题陈述( problem specification)四个相互依存的过程组成。包括问题情境(problem situation)、元问题(metaproblem)、实质问题(substantive problem)和正式问题(formal problem)四种实质内涵。[12]而且政策问题确认具有主观性、公共性、关联性和变化性等特征。根据以上观点，结合现有体医融合政策问题，对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进行分析。
3.1特定情景引发对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觉察 
问题觉察是政策问题确认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体医融合政策问题源于客观存在的社会情境。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中，一定的、客观存在的健康需求和供给产生矛盾，使得人们在公共和社会生活中对体医融合的诉求凸现出来，导致体医融合的价值诉求被不同主体感知到、觉察到和认识到，从而给与更多的关注和分析。
运动有益健康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从古至今，不论中西医都已经意识到了运动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推行运动处方和体育锻炼。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就有“消肿舞”。传统中医理论有“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己病”的思想。《黄帝内经》中提出了“治未病说”，这也跟新时代“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卫生健康观非常契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了更广泛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用来增强人民体质。2007年由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发起“运动是良医”行动，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接纳和推广。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加上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年人口超过半数患有慢性病，且长期静坐少动人群患慢性疾病风险增高，这些都成为我国政府难以回避的公共健康和民生问题。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中指出，由于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普遍存在，居民超重肥胖问题不断凸显，慢性病患者、发病仍呈上升趋势，防控工作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不论是健康状况还是经济支出，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由此，增加人的身体活动，应对健康挑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寻找一种简便易行的非医疗方式或手段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成为解决健康和民生问题的重要议题。于是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全民健康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产生了矛盾，致使体医融合发展已然上升为国家意志，体医融合的科学健身模式也成为构建民众健康屏障的最佳组合。
因此，基于历史的赓续和现实的需求，在健康需求的客观情境下，为协调现有的体医融合资源、解决体医融合中的问题和困境，满足未来对体医融合价值的诉求，不同主体确认并提出了“体医融合”政策问题，试图解决公共健康服务领域的治理问题。这里的主体包括个体、利益群体、政府及体育与医疗行政部门。
3.2体医融合的元问题就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健康危机问题
体医融合问题被觉察之后，要用数字、文字、符号、图表等可操作性语言，对问题进行客观如实的描述，否则会影响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确认。由于体医融合问题具有动态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不同的利益主体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对体医融合问题进行描述。而这一阶段的关键任务是通过对问题的描述，找到“元问题”，即体医融合问题中的基础和核心问题。
健康是立身之本，全民健康是立国之基。健康离不开运动，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健康”是最有效、投入又少的健康手段。不但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国家从“健康中国建设”需要来营造医疗、体育、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13]同时，健康中国的核心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动力是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重点是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而体医融合是正基于运动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持续性，把体育、医疗等多项健康技术手段综合运用于民众科学健身及疾病预防、治疗与康复中，以全生命周期过程获得健康促进。[14]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国民健康长寿，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满足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15]
因此，要想顺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全民健身”和“全面健康”深度融合，必须依靠体医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和解决。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从医疗健康干预向非医疗健康干预转变，可以说体医融合政策问题是我国现阶段解决健康危机的核心和重要问题。
3.3体医融合的实质是实现公共健康利益的治理效能最大化
问题分析是指在对体医融合政策问题描述的基础上，对问题的成因、背景、程度、范围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作全方位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确认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实质。
古今中外，不论中西医都已经意识到了运动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推行运动处方和体育锻炼。尤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了“加强体育运动，增强人们体质”。邓小平1978年提出了“太极拳好”。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1995年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提出：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2007年教育部提出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体医结合的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运动可以促进健康，可以防病、治病，可以给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以借鉴。
民生为国之大计，健康乃民生之本。民生需求就是体医融合的催化剂，也是健康治理的源头。民生需求是健康，而健康离不开运动。只是运动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这三个问题，单独靠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必须靠体医深度融合才能解决。[2]科学地运动可以对健康促进、寿命延长、疾病减少、智力提高、人际交往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有积极影响。实行“体医融合”，建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运动处方”的手段提高全民体质健康水平，防治亚健康和促进慢病的康复，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通过引导、控制和规范体育部门和医疗部门组成的各种活动，调和社会中的冲突和利益，实现公共健康利益的治理效能最大化。
3.4 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中正式问题的界定
体医融合问题界定就是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将经过分析之后的问题给予明确地认定。经过问题界定不但使体医融合政策问题更加详细、具体、明晰，而且有利于顺利进入体医融合政策议程。体医融合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策，但也是按照边试行、边展开的原则推进。通过阅读检索关于体医融合的文献，归纳问题并计数，结合专家访谈获得信息进行定性分析，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3.4.1缺少融合理论造成认知障碍
体医融合在推行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由于认知障碍影响对体医融合认同的形成，使融合过程产生巨大困难。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只是提到，体医融合是以治理全民健康、实现全民幸福为终极目标。通过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这个目标比较模糊，没有形成具体的任务和指向。主要是因为在理论层面研究的少，还没有对体医融合的标准、内容和要求做具体的规定。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形成体系化、程序化的实施细则、标准，以及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在现有颁布的系列文件中，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 的通知》，关于体医融合的政策多以间接形式出现，呈现出碎片化、部门化、低层次化特征。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由于一些认知和习惯，加上长期体制机制的制约，人们对体育的普遍认识还停留在竞技体育层面。认为体育是高水平的，是要拿金牌的，是用来欣赏的，对其健身理念和健身手段实践认识不足，掌握不够。加上重医疗、过度医疗、主动医疗的被动健康理念仍然占据主导，有些慢性病可以通过体育手段加以预防和治疗的，但现在还是以多用药、多做检查的被动型医疗为主。这些都影响着对政策认同感的形成和政策执行效果的达成。
归根到底，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缺少融合的理论研究，这样就不能指导融合的技术，也就没有办法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政策方案，使推行中执行部门和受益群体都产生认知的偏差，不能形成一致的认同感。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融合的理论体系，以便用科学理论来指导政策方案制订，使其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也指导、监督、评价政策执行的全过程。
3.4.2推行机构职能界限影响机制生成
体医融合的主旨是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促进重点人群体医活动。因此体育和医疗行政部门成了体医融合政策推行的主体。长期以来体育和医疗两个部门有不同的行政管理性质和独有的运行管理模式，组织体系一直相互独立，各行其职，还没有做到共同协作，权责明确、目标明确，还不能够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开展具体的指导、协调、落地的工作。目前健康服务的主管部门是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主要注重健康管理，例如体质监测、健身指导、健身宣传等；医疗卫生服务主管部门是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宣传司，主要侧重于健康体检、疾病防治等。虽有关体育与医疗卫生部门已经意识到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但由于缺少相应的管理机制、融通机制以及政策技术等支持，使部门之间的协作难以进行，公共服务体系难以真正形成。究其原因还是在政策问题的确认上，宏观指导性意见比较多，中观、微观少，落地的少，政策推行过程中，没有一定的步骤和流程。两个部委的合作，合作什么？怎么合作？由谁牵头？怎么去做？缺少论证和实施的合理性安排，也无法产生适当的体制机制去促进体医的融合。
3.4.3目标群体未能做到知行合一
要制定体医融合政策，广大人民是政策不可忽视的目标群体，其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贯穿于政策制订的全过程。体医融合政策要达到既定目标和要求，显现良好的政策效能，关键是政策所涉及的目标人群对政策的认知度、信任度和参与度，以及政策实施对其行为的影响。
首先，目标群体对“运动是良医”的认识欠缺。运动有益健康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我国《黄帝内经》提出的“治未病说”，就与“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卫生健康观高度契合。国际上，2007年由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CSM)针对美国慢性病威胁和人群体力活动不足提出的“Exercise is medicine”健康促进计划，也有“运动是良医”之说。旨在通过体育与医疗相融合，指导临床医生为患者提供治疗的同时，能够为其提供科学的运动处方来防预、延缓和治疗慢性病，突显了运动的重要性、时效性和经济性。但学者谷倩等在《“体医融合”视域下“运动是良医”的再认识》一文中指出，虽然运动对健康以及不同疾病有益处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证实，但运动促进健康的生物学机制并未完全阐明。另外，关于运动的 “预防”和“治疗”疾病、“适用症”和“适用人群”、“剂量”和“成份”等问题还值得讨论和商榷。[16]也就是说运动前要评估当前的身体活动水平、给出运动行为建议、运动中由专业人士进行指导、运动后要及时的反馈评价调整。这样才能保证运动是有针对性的、有效果的、科学的。否则不但会造成大众对运动认知的偏差，还有可能造成运动的损伤和不良的后果。
其次，促进目标人群健康行为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完善。这次新冠疫情也是关于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大事件。在疫情过程中，起最大作用的还是医疗体系，治病救人，挽救生命还得靠医疗。在实施救治的系列行动中，除国家卫健委积极推荐一些运动项目，太极、五禽戏、八段锦，再到后来方舱医院里医患一起跳广场舞外，几乎没有体育什么事情。在防疫的口号中有“戴口罩，测体温，少聚集，勤洗手，勤消毒，勤通风”，连多活动、勤锻炼一类的号召都没有。
第3， 终身体育的教育还没有形成。我们从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出来，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社会、公民，还没有把终身体育教育思想进行贯穿，更在实践上不符合终身体育教育的实践。表现在这次疫情反映出大众健身还处于被动的状态。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疫情爆发后，免疫力才是核心竞争力，而体育是提高免疫力最有效的方法提出后，人们就开始寻找运动的宝典，跟着专家练这个、练那个。另一方面，大众健身，尤其是居家是很多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有的健身方法太复杂、而且说法各一，大家无所适从了。于是学不会，就不练了。也就是说对老百姓的身体状况、运动需求还是不了解。
3.4.4多元主体不能形成协同治理
体医融合涉及到多方的利益群体，是多元对多元的过程，仅靠政府层面主导体医融合，难以满足目标群体多层次、多需求的健康促进。国家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主管部门、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利用和借助体育和医疗融合后的综合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公共健康问题。其中，国家颁布政策法规，主管部门进行统筹、指挥和协调，社会组织可以将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分配，提高受益群体范围。但目前由于我国医疗卫生市场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政府在转型中的垄断较为严重。体医融合政策推行以来，社会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相继成立了如体育医学协会等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逐渐凭借其自主性，弥补体医融合推行中难以兼顾不同目标群体健康需求的不足，但尚未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多元主体参与有利于提高体医融合推行效力，而多元主体的缺失，也势必导致融合工作浮于表面，淡化政策旨在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价值理念。
4.解决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的可行性路径
4.1通过强化对体医融合的认知内化体医融合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体医融合既是国家治理健康问题的理念，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行动指南和制度保障。要完成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确认，首先政府部门应当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国家战略和体医融合的宣传，并定期对推行政策的执行者和实施对象进行培训。通过政策宣传，深刻领会体育与医疗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举办健康宣教等活动，引导全民主动健康、主动健身、科学健身理念形成。通过运动技能的学习和练习，促进身体健康，保持健康、乐观、积极的生命状态，提高生活品质。
其次，建立体医融合理论体系，厘清政策技术层面的问题，提高体医融合政策过程系统的科学、完整性，即体医融合政策内涵、核心内容、突破口以及边界点的认知。只有建立体医融合的理论体系，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和精准发力方向，才能改善人民的体质健康，避免人民生活不幸福、国家战略实现不了。这样也能使执行者和受益人群形成认同感，促进理念的形成。
三是引导体育和医疗部门的领导加强对体医融合的正确理念。体医融合是一场关于健康概念和健康模式的革新，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地方的基层执行者也可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重塑对体医融合的正确理念、科学理论和实践方法。
四是将体医的属性与融合的功能进行密切关联。体育与医学虽然有各自的属性，但融合的本质在于解决人民健康的问题，使“前移关口、全程干预”，要以教导、示范等方式对融合的两大部门进行思想塑造，培养创新思维方式，提高认知水平。将二者的价值和功能有机结合，以更好的融合模式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把全民健康和全面小康融合在一起。通过改善人口老龄化、慢性病、预防疾病，增加人民的幸福感。
4.2通过体医融合理念引领形成体医融合体制机制
目前我国的大健康问题，只有通过体医融合才能解决。从思想上突破融合，建立正确的理念，从理论上解决融合的目标、原则、内容和方法，把新时代体育和医疗融合能够汇聚健康促进合力，成为解决全民健身的技术核心、体育科学服务健康的关键环节。[17]可以说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确认的解决，主要集中于对融合的认知、融合技术的突破和融合体制机制的创新三个维度层面。
融合体制机制的创新首先在于制度供给。真正做到体医全面融合，就是要在科学合理高效的制度安排下，使多元主体能够协同合作，能够建立负有活力、务实高效的治理体系，在共同的轨道上运转起来。因此需要在法律层面做好顶层设计、政策导向和法制保障。通过设计、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体育和医疗等行业在健康促进、疾病预防、治疗与康复方面的义务、法律责任，切实保障全民健身的权利和相关制度的执行。其次，制定《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的配套政策和细化方案。通过进一步优化体医融合政策体系，强化政策的导向作用。也就是通过定规则、定规章、定规矩，解决由于隶属不同的管理部门而形成的观念淡薄、业务分离、政策缺失造成融合度不高的问题。第三， 通过政策问题的确认明确政策的可操作性，提高政策的约束力和支持度，同时完善监督和评价机制，多策略营造正向的政策环境。（冯振伟，2018）
同时要通过文化支撑浸润，融通制治结合。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了体育可以增长知识、增进感情、坚强意志。健康不仅仅是狭义的身体健康，还包含有国泰民安、国盛民昌、国富民强、国柔民乐、国健民康等文化意义。[21]体医融合的制度与治理，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息息相关。在颁布的系列文件中，多次提到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体育手段来“治未病”完成健康促进，提高体医融合效能。因此，要多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把太极拳、健身气功等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运用到体医融合的实践中，通过运动达到身心平衡、体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达到以文化人，把“制度”与“治理”有效地结合和运用起来。
4.3通过体医融合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协同治理
    当前，体医融合促进大健康的治理仍以政府行政统筹为主导，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为抓手展开工作。或者说由于没有明确的理论和技术指导，体医融合还仍停留在理念上，社会力量参与、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结构和模式还未形成。由于体医融合实践中较为常见是群众和社区基层医生的合作，或者运动康复体能训练与医院康复科医生合作，[18]说明体医融合呈现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挑战，因而仅仅靠政府统筹治理难以有效应对新形势下人民对健康和美好生活的诉求。从健康治理视角来看，公共服务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管理、共同管理、共同治理。因此，在今后体医融合体制机制逐步建立的基础上，应以创新融合理念为引领，深入推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健康体系构建。
由于体医融合的多主体性、多因素性、跨域性等特征（冯振伟等，2018），国家治理不仅要从制度上促进体医融合，还要使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主体形成合作共治的体制机制。通过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让“体”与“医”通过融合，不仅光有物理上的组合，还要发生“化学反应”。其次，鼓励社会基层创新，系统良性互动自治。相关主体的创新自治既是对顶层设计的落地落实，是通过实践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框架内的国家制度，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的关键。目前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发达，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城市管理新模式。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通过不断完善社区功能、服务，把社区医疗与体育健康产业协同发展，不但为“体医融合”实施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居民提供了融预防、医疗和康复保健等为一体的基层公共服务，能够保障居民的健康。[19]社区公共卫生领域的空气、食物、居住的环境都是健康人口的重要基础，对于人口的整体健康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一些公共运动项目、儿童运动、成人体育活动、就会被公众所关注和需要，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氛围就会呈现出上升趋势，科学锻炼、科学健身的需求就会增加。
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社区卫生服务就成为向居民提供医疗和保健服务的重要途径。因此创新社区医疗与体育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的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到社会医疗与体育健康产业的发展中来，根据现有的条件和发展水平，合理搭建社区服务平台和管理组织，研究制定探讨科学的方针政策和实施计划，积极开展体育与医疗相结合的一些宣传、体质监测、制定合理运动处方、进行科学健身指导等实践活动。
5.结语
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确认是让决策者首先认定他们真正面对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完善和形成政策过程系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把大健康作为最突出的新兴产业，体医融合是跨界融合最重要和直接的方式。面对体医融合的内在需求和现实困境，实现统一领导，各方协作，从形神分离到形神兼备，最后达到形神统一，就要尽快完成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确认，使体医融合政策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让体医融合更好地发挥作用。另外，在体医融合政策制定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一些意外现象，或者不是完全按照政策过程系统形成的理论程序进行，因此需要我们在体医融合政策问题的确认时，要以动态、变化的思维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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